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文化，由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地位，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对自娱自乐、宣传教化，少数民族歌舞对中原宫廷乐舞的影响与交流，少数民族对中外乐舞文化的传播，少数民族舞蹈文化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独特的历史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少数民族舞蹈在中华舞蹈史中的历史地位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评价。

一、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类型和社会作用

我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集体创造、集体传衍、不断积累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具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在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舞蹈，在史书中很少留下它们的踪迹，记载也很零散，在一些风土志、文人的见闻游记、地方史志等有一些笔录。从历代王朝载入正史的舞蹈文献看，从唐宋乐舞的辉煌顶峰，到明清乐舞的逐渐萧条，这是仅就汉文记载的宫廷的、汉族的乐舞文化而言，况且其中有不少乐舞是从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从现存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形态分析，在某些民间舞蹈的基本步伐和风格中，仍可寻觅古代少数民族乐舞风韵的蛛丝马迹。它说明历代中原王朝的更迭，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舞蹈的传衍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各民族人民以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方式，在民俗事象中通过歌舞形式表现民族迁徙史，纪念祖先创业的伟绩，传授生产技能、生育知识，传播宗教信仰等等，以此抒发情感，自娱自乐，且相沿至今。可以说，少数民族舞蹈史基本上是各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史。

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种类和风格样式之多是无与伦比的，据我国民间舞蹈集成普查，我国的民间舞蹈品种包括汉族在内约有一千多种，然而人口只占全国8.98％的少数民族，其民间舞蹈却占全国民间舞的50％左右，可见少数民族地区被誉为“歌舞的海洋”是名副其实。民间舞蹈的创造和传承过程大多是在特定的民俗事象中进行的，各民族传统的年节、婚丧礼仪、宗教祭祀活动等，为民间舞蹈的传承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坐标、表演环境，在内容上提供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民间舞蹈以人体规律性的动态为媒介，表现、传达民俗事象的主旨和内涵。从民俗文化的视角，从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内容及其社会功能分析，大体可分为信仰民俗舞蹈、岁时民俗舞蹈、人生礼仪民俗舞蹈等类型。

我国少数民族的信仰民俗是一种历史久远、内容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它广泛地影响或支配着少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往往通过氏族部落宗教祭祀仪式和舞蹈，始终保持着流传趋势，它们是各民族祖先生存的精神支柱。这部分属于信仰民俗的舞蹈，我们通常称作“宗教、祭祀舞蹈”。恩格斯指出：“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始宗教信仰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其中以舞蹈形式表现“宗教祭典”为内容的，既有原始宗教、祭祀舞蹈遗存，又有许多民俗舞蹈成分。80年代以来，据全国民间舞蹈集成普查，这部分舞蹈约占各民族民间舞蹈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将现在已由祭祀转化为自娱性和表演性的舞蹈或自娱与祭祀参半的舞蹈也计算其中的话，约可高达80％以上，可见宗教、祭祀舞蹈在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及其发展史上占有相当的分量。流行于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萨满教和《萨满舞》、纳西族东巴教和《东巴舞》、广西诸族《师公舞》等，均是巫师做法事时表现人和神灵之间交流的巫舞。此外，各民族不少传统民俗节日大多是由原始祭祀活动演变过来的，与原始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景颇族大型祭祀节日和舞蹈《木脑总戈》，土家族大型祭祖仪式和《摆手舞》、《毛古斯》，瑶族大型祭祖节日盘王节和《跳盘王》系列舞，苗族大型祭祖仪式“吃牯脏”和《木鼓舞》、《芦笙舞》，壮族祭祀节日“蚂节”和《蚂舞》等，其中有不少保留着传统的祭祀程式和舞蹈形态。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祖仪式和舞蹈，几乎占据祭祀舞蹈的全部，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得到祖灵的庇护，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藏传佛教法舞《羌姆》，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人为宗教舞蹈形态，它是以舞蹈形式宣传教义教规、显示佛法形象、表现驱鬼镇邪的法舞。少数民族信仰习俗中的宗教、祭祀舞蹈，由于它们不可避免的受到其他宗教成分和现代人思想意识的影响，其功能和形态已不可能是本来意义上的原始宗教祭祀舞蹈，而是古今交错、真伪混杂的产物，是信仰民俗舞蹈文化的历史积淀，对于研究原始舞蹈形态及其演变，以及民族宗教发展史等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可分为年节、生产性节日和文艺性节日，这三类民俗节日都包含有民间舞蹈。年节中民间舞蹈的群众性最为广泛，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欢度佳节，载歌载舞是不可缺少的娱乐形式。如彝族火把节，人们要围着篝火跳《打歌》；傣族泼水节，人们要跳《嘎光》、《象脚鼓舞》；苗年，人们要跳《芦笙舞》；藏历年，人们要互道“扎西德勒”，跳《卓舞》；土家族过春节，要祭祀“八部大王”跳《摆手舞》等等，可谓五彩缤纷、百花争艳。

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人生仪礼仪式，大都伴有民间舞蹈，每逢人生旅途的重要转折时刻，如成年礼、婚礼、葬礼，人们总要通过民间舞蹈表达喜悦或悲痛的情感，以此增强家族血缘情感、民族认同感和内聚力。婚姻是人一生中的终身大事，因而婚礼向来被看作是人生仪礼中的大礼，各个民族虽有不同的婚礼习俗，经男女婚媾达到家族的发展却是其共同的功利目的。“跳月”、“游方”、“串姑娘”等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场合，男女双方以木叶、花带、绣球和《芦笙舞》为媒，互表衷肠，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婚礼仪式是整个婚事程序的最高峰，热烈的民间歌舞自始至终烘托着喜庆的气氛，新人经过婚礼仪式，正式向族人和社会宣布婚姻的成立，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监督。丧葬仪式是人生仪礼的最后一项仪式，它反映了人类的生死观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具有信仰习俗的特点。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了五花八门的丧葬仪式和丧葬舞蹈，在停尸守灵期间，广为盛行“娱尸”、“闹尸”习俗，即亲族男女围绕灵柩“忽泣忽歌”、“哭呼歌舞”，古代文献《百夷传》、《垌溪纤志》、《滇志》等均有记载。葬后的祭祀仪式与舞蹈也十分丰富，为死者举行送魂、超度亡灵等祭奠仪式中，族民以歌舞形式赞美已故亲人生前的功绩，表达人们的哀思，祈祝祖先亡灵保佑子孙后代人畜兴旺生活幸福，并以舞蹈形式传授生产知识和生育知识以及伦理道德等。此种以舞治丧的古俗，直至近现代在土家、彝、水、傈僳、景颇、苗、傣、阿昌、哈尼、瑶、壮、纳西等民族中仍普遍流行，土家族《跳丧舞》、景颇族《金再再》、哈尼族《棕扇舞》、壮族《雷鼓舞》等就很有代表性。

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社会功能和传承时空具有多方位性，尤其是一些形式自由活泼、场合不限、人数不拘的自娱性民间舞蹈，不仅在年节、婚丧、祭祀等群众性民俗活动中集体表演，更多时候则是在亲朋欢聚、劳动小憩、谈情说爱等情景中自娱，“舞以达欢”是民族民间舞蹈重要的社会功能。如性格开朗豪爽的维吾尔族人民，每当闲暇之余，兴高采烈之时，他们随手拿起手鼓或茶盘甚至皮帽敲打起来，边唱边跳起《赛乃姆》，其他民族亦然。可见自娱性、即兴性是各民族民间舞蹈普遍而又突出的特征之一。喜歌善舞是少数民族重要的文化特色，也是其鲜明的风俗民情，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壤之中的民间舞蹈，世代相延，流传不衰。

二、少数民族舞蹈对中原宫廷乐舞的影响

少数民族舞蹈在很早以前就不断传入内地，并对中原王朝宫廷乐舞产生深刻影响。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竹书纪年》云：“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在华夏与夷、蛮、戎、狄四夷的民族概念开始形成之时，四夷舞蹈就开始传入华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有专门掌管四夷乐舞的官职，并记载四夷乐广泛地用于宫廷宾客宴享和宗庙祭祀等。《礼记·明堂位》云：“纳蛮夷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大一统思想既包括诸夏的统一，也包括夷、蛮、戎、狄的统一。随着中原王朝与四周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风格各异的少数民族乐舞必然传入内地，并被吸引到宫廷乐之中。故《后汉书·东夷列传》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可见，四夷乐舞在历代中原王朝宫廷乐中并不是点缀。

秦汉以后，少数民族乐舞更广泛地被吸收到中原王朝宫廷乐中，至隋唐时达到了最高峰。西汉初，汉高祖很赞赏板盾蛮乐舞，并把它引进宫廷乐中，被称之为《巴渝舞》。《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东汉灵帝好“胡舞”，而且“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十六国、北朝时，其统治者主要是少数民族，因此其宫廷乐舞在继承汉魏制度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本民族舞蹈和其他各少数民族舞蹈。十六国后期，吕光征讨西域带回“奇伎异戏”，其中《龟兹乐》即其一。《隋书·音乐志》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另外，北朝和隋唐盛行的《秦汉乐》（又称《西凉乐》），北齐祖廷认为：“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即吕光将《龟兹乐》与原先流入凉州地区的中原旧乐混合而成。《隋书·音乐志》又称《高丽乐》“起自后魏平冯氏”，“因得其伎”。冯氏指十六国后期的北燕，说明北燕宫廷乐中有《高丽乐》。

北魏宫廷乐在吸收少数民族乐舞方面尤为突出，其中宫廷乐除沿袭十六国后期已形成的《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外，还有《悦般乐》、《疏勒乐》。前者是魏世祖时“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而后者亦是魏世祖时因北魏势利进入西域，“因得其伎”。

鲜卑化汉人出身的北齐文帝，“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日”。北齐末年，由于政治腐败，更出现了“刑残阉官、苍头卢儿、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及“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的情形。又史称“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及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不已”。这些都反映了北齐统治者非常喜爱和重视少数民族舞蹈。而北齐宫廷乐舞主要继承北魏，有《西凉鼙舞》（即《西凉乐》）、《龟兹》（即《龟兹乐》，《隋书·音乐志》称为《齐朝龟兹》）等。北齐时还出现了假面舞，据说兰陵王高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与北周作战时，“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于是“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效其指麾击刺之容”，后被称为《大面舞》，此舞当为鲜卑舞。

北周宫廷乐舞同样继承于北魏，同时还增加了《高昌乐》、《康国乐》，此二乐都是周武帝时由西域传入。北周时还出现了大型歌舞，武帝灭北齐后创制的《城舞》最为典型，其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很显然，《城舞》属于假面舞，并来源于少数民族，抑或与北齐《大面舞》同源，出于鲜卑。

总之，北魏、北齐、北周时，少数民族舞蹈在宫廷乐舞中占有重要地位。故《旧唐书·音乐志序》称：“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清乐，人各习其旧风。”即北魏、北周时鲜卑乐舞为最盛。唐初人祖孝孙也说：“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即北周、北齐宫廷乐舞主要以少数民族乐舞构成。

东晋、南朝地处江南，其政权实为西晋南移和延续，其宫廷乐舞主要继承西晋制度，但少数民族乐舞影响也比较大。《宋书·乐志》称宋朝宫廷乐“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这些舞蹈显然是由北朝传入的北方各少数民族舞蹈。齐朝宫廷乐有胡伎部，《南齐书·郁林王纪》载，郁林王“在世祖丧，哭泣竟，入后宫，尝列胡伎之部夹阁迎奏”。《陈书·章昭达传》记载，陈朝著名将领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各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所谓“姿容”显然是指舞蹈，而且是北方少数民族舞蹈。

隋唐集南北朝文化大成，在宫廷乐舞方面，主要以少数民族乐舞为主。隋初，宫廷乐主要沿袭北周，故《隋书·音乐志序》称：“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于胡人。”即宫廷乐舞全出于少数民族。后来隋文帝所定《七部乐》，其中《国伎》（即《西凉乐》）、《高丽伎》、《安国伎》、《龟兹伎》四部为少数民族乐舞。至炀帝时设《九部乐》，所增两部《康国》、《疏勒》，皆为少数民族乐舞。

唐初沿用隋《九部乐》，唐太宗定《十部乐》，并为有唐一代定制，其中增加《高昌》，使少数民族乐舞增至七部。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宫廷乐已形成少数民族乐舞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而汉族仅有二部而已，另一部则为外国乐舞。这种局面一直沿袭到清代，不同的是，隋唐以后历代宫廷乐舞又先后吸收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今满族）等族乐舞，而汉族传统乐舞则所剩无几了。

另外，少数民族舞蹈对汉族民间舞蹈也产生重大影响。由于上行下效，宫廷乐既然不断吸收少数民族乐舞，汉族民间也必然如此，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元、清朝时，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交错杂居，其中一些民族又成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统治民族，因此他们的舞蹈对汉族的影响应更具有普遍性。

三、少数民族在中外乐舞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居住在我国边疆地区，由于他们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中原王朝对外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中外乐舞文化交流、传播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自公元前２世纪以后二千余年间，　大量的中国丝织品、瓷器及其他商品皆经此路西运。这条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在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乐舞文化方面的传播，促成了唐代乐舞的辉煌高峰。

中印乐舞文化交流很突出，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印度的佛教、美术、音乐、舞蹈在我国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大量遗迹。《天竺乐》是古印度的经典乐舞，是由前凉张重华于公元346年进入凉州（今武威）后传入中原的，当时通过了四重翻译送来了男性艺人。在现存的敦煌壁画和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部分伎乐天的舞者形象，其服饰和舞姿都具有相当浓厚的印度风格。敦煌是西域通往内地的交通孔道，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又是佛教圣地，各民族杂居，因而西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及中原汉文化的相互交融浸染的现象是很自然的。古代画师在壁画上较多地描绘了印度风格的乐舞形象，说明他们受到当地寺院娱佛乐舞形态的影响，否则只凭粉本临摹，是很难绘制神韵生动的舞蹈形象的。

据文献记载，在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也有一条通往中原和南亚的丝绸之路，西汉时期便开始通行，这条通道称作“西南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此道以成都为起点，向西经雅安、西昌，南下滇池、洱海区域；或由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从安顺向西经大理、保山、腾冲，经缅甸北部至身毒（印度）。这条古道沟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中原王朝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

至东汉，在云南设置了永昌郡，辖区包括今保山、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区，而且统领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和怒江下游两岸，成为汉朝设在西南部最边境的一个郡。设郡后加强了境内外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交往，促进了东汉王朝与国外的交流。《后汉书·西南夷传》详细记载了掸国向东汉献乐的历史：“永宁元年（120），　掸国王雍由调复谴使者旨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文中所说“掸国”，即今缅甸掸邦和泰国、老挝等地，当时永昌郡内的“鸠僚”与掸国的掸人是同一语系的民族，居住境土相连，平时过从密切。而掸国王雍由调向东汉王朝献贡，更带来了大秦国的杂技。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当时掸国从海上与罗马有交往。掸国献乐后，汉安帝赐雍由调“金印紫绶”，封为“汉大都尉”。掸国献乐，是我国文献上记载的最早一次大型的、以“蜀身毒道”为通衢的中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中虽未直接提及舞蹈，但汉代的“百戏”是集杂技、戏剧、歌舞为一体的艺术形式，不难想象其歌舞的精采场面。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在唐朝的支持下，　皮逻阁以云南洱海地区为基地建立了南诏国。异牟寻时期是南诏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阶段，唐朝与南诏亲密友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印半岛上的一些国家。因为当时南诏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力量，与邻近的中印半岛国家都有联系，在南诏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加强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骠国，古称朱波，在今缅甸境内。《旧唐书·骠国传》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骠国向唐朝献乐及其歌舞队表演的盛况。书载：贞元十六年（800）南诏向唐朝献《奉圣乐》后，骠国王雍羌便仿效其行，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正月，派遣其弟舒难陀及大臣摩诃思那，率乐工35人及各种乐器赴长安献乐。至四川，节度使韦皋稍微修改，然后送至长安。因骠国乐舞舞姿、乐器奇特，遂画图进献。“其国与天竺相近，故多演释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其类中国柘枝舞也”。其手臂动作的记述与今傣族和缅甸舞蹈特点极为相似，乐师所用的乐器有22种，它的乐舞节目有12种。白居易《骠国乐》诗曰：“骠国乐骠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说明骠国乐舞中有铜鼓伴奏。唐德宗封率领骠国乐舞入唐的舒难陀为太仆卿，此事对增进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唐代，经“蜀身毒道”传入中原的有《掸国乐》、《骠国乐》，还有《扶南乐》，“扶南”是中南半岛古国，位今柬埔寨及泰国东部。《通典》载九部乐中的第四部为《扶南乐》。《旧唐书·音乐志》载：隋炀帝时，在林邑（今越南）得到扶南的乐工及乐器匏琴，但炀帝没有把《扶南乐》列入乐部，而是用《天竺乐》的形式来表演扶南乐舞，实际当时《扶南乐》已有流传。唐代诗人王维《扶南曲歌词五首》题解说：“自河西至者，有扶南乐舞。”这五首用扶南曲调填写的歌词，描述了扶南乐舞的优美舞姿：“堂上青弦动，堂前绮席陈。齐歌卢女曲，双舞洛阳人。倾国徒相看，宁知心所亲。”

古代中原王朝不仅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了异国他乡的精彩乐舞，而且又经过这条通道输出了富有中华古代文化特色的乐舞。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秦汉时期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其中一条线路是通过朝鲜到达日本。朝鲜自秦汉以后长期以来是中国的隶属国，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再由朝鲜利用日本海环流路传入日本。例如唐代乐舞《破阵乐》、《团乱旋》、《春莺啭》、《苏合香》、《兰陵王》等都是当时流传到日本的代表性乐舞。《兰陵王》是盛行于唐代的假面舞，起源于北齐，内容是歌颂勇猛善战、容貌秀美的北齐高祖的孙子兰陵王。日本雅乐舞蹈中有《兰陵王》这个节目，舞蹈风格与中国古典舞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手的“剑诀”，腿部的“骑马蹲裆式”，“跳形”的步伐，就是中国戏曲和武术中常用的舞姿。《春莺啭》，又名《梅苑春莺啭》，此舞为唐代歌舞，且为女舞。《大日本史礼乐志》十四载：“《春莺啭》《玉枝》……诸曲，皆女舞也。”紫氏部《源氏物语》第八回花宴曰：“红日西倾之时，开始表演《春莺啭》，歌声舞态无不十分美妙。”还记载，唐高宗命西域伎人白明达仿照莺声作此曲，文武天皇年间（697—707）传到日本。常任侠先生考证：“今日本有舞图，舞者四人，日本旧谱，则称舞女十人。”

